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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让渡性与文化资本化: 

民族歌舞奔子栏锅庄的地方性维系与发展 

蓝文思
1
 

（贵州理工学院，贵州 贵阳 550001) 

【摘 要】：在资本洪流席卷世界的当今，尤其近年，国家提出文化复兴政策和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等背景下，是

为发展经济而开发传统文化，还是为保护传统文化而舍弃经济开发，成为一直摆在国家、政府、当地民众和学界面

前亟待解决的课题。云南德钦奔子栏锅庄的地方性维系和当代开发等实践，为解决传统文化地方性维系和功利性开

发的理论之争提供了新的启示。研究发现，奔子栏锅庄能通过适时地让渡与不可让渡来使用文化符号资本，以谋求

文化资本化和保存传统文化间的平衡。文化持有者发挥主体能动性，将经济资本纳入传统文化自己的逻辑框架中，

而不为资本逻辑所控制和资本拜物教所牵引。文化资本化并未导致地方的“失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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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族传统文化是不同民族在自己区域内经过长期社会实践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根植于民族群体土壤中的

稳定的、程式化的形态。关于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当今存在“文化破坏论”和“文化复兴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即在经济

资本洪流的冲击下，究竟是传统文化屈从于经济资本，还是文化持有者具有自己的主体能动性 1，是理论界长久关注的问题之一。 

部分学者认为许多地方因为经济资本带来的同一性、全球性，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差异性、地方性。这或许存在传统文化屈从

于经济资本的情况:当关乎信仰的仪式为了金钱而变成一种表演、一件商品，而不再为当地人自己表演时，文化的意义便崩塌了。

文化商品化过程遏止了人们的历史、民族认同和文化的发展;[1]民族旅游会让“地方商品化”，地方的意义和归属感都被“平面

化”文化所取代;[2]过分强调文化资本的附加商品属性，忽视其文化属性，会使文化呈现断层化、破碎化、庸俗化;[3]有些经济发

展，可能使传统和文化遗产消亡，而可能造成对一个国家的危害。2 因此，民族旅游经常被视为文化的“破坏者”。如果不加以

控制，民族旅游带来的经济力量会使文化沦为游客的玩物和消遣。[4]175-188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

和阿道尔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认为货币对创造性生活造成整体侵蚀。[5]还有些研究者认为对传统文化进行资本运作

中，一些文化主体失去了文化的主动权，导致其文化认同和地方身份缺失:全球化、旅游发展社区的商业化会导致重组区域身份

和重塑象征性身份，也使得地方身份受争议;
[6]
全球化的浪潮与经济发展计划一起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有可能改变当地人的文化

传承，甚至是族群认同;3旅游商业、传播媒体的介入，民间传统文化转化成资本的资源，但当地人被边缘化或“他者化”，也会

出现身份危机。[7][8]传统文化与经济资本两相对比，经济资本的力量似乎显得更为强大，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传统文化，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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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人的身份认同。 

与上述学者观点不同，另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文化碰撞和交融加速使得民族文化资源可以进行资本化来发展经济，同

时经济增长反过来还能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经济资本和文化得到双重发展[9]3:旅游经济是支持传统文化保护的一种方式，能为传

统文化保护带来资源并提供经济来源[10]，能够成为帮助文化复兴的积极方式和力量[4]175-188;资本的一般化诉求使货币和资本丧失

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民族性、地方性”[11]。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资源要素被制造成文化商品，被开发成文化事业的公共产品，

既是经济行为，又是文化创新行为，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需要。[12]而实现节庆产业的可持续和科学发展，也能够保护民族

文化多样性，同时实现相关国民经济建设的增长，[13]是一种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良性互动。[14] 

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经济在社会中成为强势话语，使得资本似乎具有支配一切的权力，并且弥散到社会的各个场域

中。社会中精神性的、物质性的、制度性的各个方面都受制于经济场域逻辑的影响[15]，甚至作为人存在方式的文化似乎都受制于

经济资本。经济资本仿佛导致“一种核心关系”——“统治关系”[16]，逐渐把控社会权力的核心话语，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物

权”——对资本的几近痴迷和疯狂崇拜，[17]即马克思所谓的资本拜物教。当资本“成为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8]，“越来越表现

为社会权力”[19]，便具有了毁坏性，导致诸多社会问题。受资本逐利逻辑的支配，人的行动也会受到钳制。 

但 Weiner 认为不可让渡的财产独特的、主观的身份赋予了它们绝对的价值，使它们凌驾于一物对另一物的可交换性之上。
[20]33 与神、圣地、神圣统治者的合法力量或意识形态的联系，赋予了不可让渡的财产以权威。[20]42 而大贯惠美子在《作为自我的

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中论述，日本人虽狂热消费欧美食物，但唯有稻米非日本的国产米不可。是因为稻米的象征

意义已深植于精英与民俗的宇宙观中:稻米可以作为干净的甚至是神圣的交换媒介，保留了原初的宗教性，是一种不可让渡的礼

物。[21]10 稻米可以作为灵魂，作为神，[21]3 最后作为集体自我的隐喻[21]82，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文化和集体自我[21]122，与他者区别开

来。 

近年来，由于我国乡村振兴政策的推行，文化复兴口号的提出，传统文化与经济资本这对关系被重新推到了人们的视野之

中。在强势的资本冲击下，我们应该如何自处，又以什么来安身立命、表达自我，是否也能借用“不可让渡性”(inalienable)

来表征和维护自我身份，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尝试以民族歌舞奔子栏锅庄为个案，对传统文化和经济资本的关系

这一学界经典命题进行重新检视。 

二、作为“文化表演”的民族歌舞 

云南德钦奔子栏锅庄是藏族锅庄的一个分支，是一种传统的民族圆圈歌舞。最初，奔子栏锅庄“多用于祭坛、盟誓、宗教等

祭祀仪式活动”[22]，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摆脱了对原始生产劳动的直接依赖和纯客观的模拟，其社会功能由宗教仪式的酬神娱

神转向了娱人。现今，奔子栏锅庄可在祭祀仪式、节庆礼仪以及日常娱乐时唱跳，成为介于神圣仪式和民俗舞蹈之间的一种歌

舞。 

“文化表演”(Culture Performances)最早由米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提出，“既包括如戏剧、音乐会、讲演，同时

又包括祈祷、仪式中宣读和朗诵的内容、仪式与典礼、节庆，以及所有那些被我们通常归类为宗教和仪式而不是文化和艺术的事

象”[23]。祭山神仪式“拉斯节”4 时，奔子栏人以锅庄歌舞实践来迎接当地的保护神——日尼巴吾都吉山神，祈愿风调雨顺和五

谷丰登。在婚丧嫁娶、新屋落成时，奔子栏人以男女对唱“呦”
5
“央恰”

6
等实践显示两个群体的智慧和礼仪，以及既融合又区

分的状态。奔子栏人还在日常生活中围圈歌唱生活、爱情和自然万物，用歌声消除劳动疲劳，用舞蹈展演集体欢乐。作为祭祀和

庆典歌舞的奔子栏锅庄，在宗教仪式、节庆礼仪等特定场合进行“戏剧化呈现”[24]58;又作为奔子栏人日常生活中的自娱性文化，

随着旅游业发展搬上舞台成为文化商品，“表演”的范畴超越了“仪式”和“节庆”的领域，而成为一种更宽泛意义上的“文

化表演”。奔子栏文化具有藏族、汉族、白族和纳西族不同文化的融合性与多元性，以及当地“万物有灵”观念、苯教宇宙观、

藏传佛教宗教观和神山信仰的宗教混融性，孕育出奔子栏锅庄的多义性和纵深性。因此，无论是宗教活动中的祭仪，还是庆典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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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中的仪轨，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旅游产业链条上的舞台表演，都是锅庄文化表演的重要展示场合。 

文化内部的仪式、典礼、节庆等是一种纵向的文化表演，是对自我的一种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的传承。
[24]59

JohnJ.MacAloon

认为“文化表演”“将我们共同的神话和历史戏剧化，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我”[25]1。奔子栏锅庄曲、舞极具独特性，分为呦、

卓金、卓草和霞卓 7 四种唱腔和舞蹈方式，卓金和霞卓是其他锅庄所没有的;锅庄服饰吸纳了藏、蒙古和纳西文化，呈现出多元

混杂的样态，妇女的首饰珠串和藏族配饰相同，华贵的上衣和坎肩与蒙古族服饰类似，百褶裙和纳西族服饰有共通之处;锅庄唱

词表达了当地人的民间信仰和苯佛混合的宗教观，天界、中界和下界的“三元立体”宇宙观和万物混居共生的生态意识 8等，这

些都表征了独特的地域身份。在“拉斯节”中，村民们年复一年地、一圈又一圈地反复吟唱和舞动，带着仪式起源的印记，不断

强化先祖们祭祀神山初衷的集体记忆，一遍又一遍地表达着群体内部的价值。在庆典礼仪时，奔子栏人进行跳锅庄的身体实践和

唱锅庄的言语实践，发挥了庆典活动中的礼仪功能，以及加强社群凝聚力或与他者区分的作用。而奔子栏锅庄的日常互动赋予了

参与力量(舞蹈者、围观者)集体的兴奋，使自我群体成员共享情感，加强原子化现代社会的交流和联结。奔子栏锅庄在以上各种

场合都是作为一种身份展示给自我。正如“文化表演”对于文化内部而言，是一种调整手段，个体由此而获得对本民族历史和传

统的一种认同，社会生活也因此得以重新整合。[24]58-59 

旅游表演这种跨文化的呈现是一种横向的文化表演
[24]59

，包含了与他人之间交流彼此的自我形象。通过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实践，以及经由改编搬上舞台，奔子栏人将锅庄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展演给异文化的他者。这种跨文化的横向呈现成为了文化商

品化和资本运作的方式。奔子栏人于 2017 年和 2018 年分别耗费 140 多万和 240 多万进行锅庄异地展演、打造“中国藏族锅庄

文化之乡”和举办锅庄文化艺术节，使奔子栏锅庄成为地方文化符号、获得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并以“物以稀为贵”的地方差异

性进行文化展演，使文化资本转换成经济资本，从而获得了近千万元的旅游年收益的高额利润回报。当然，旅游表演不仅为资本

运作提供资源，更是通过这样的横向文化表演，把自我认知传达给异文化的“观众”，在异于前者的场合之中对自我进行一种反

思和界定。
[24]59

由此看出，奔子栏锅庄的旅游表演是一种被展示的交流行为
[26]

，是当地人人参与旅游生产、宣传自己特定身份认

同和文化形态的手段。 

三、民族歌舞奔子栏锅庄的不可让渡性 

马克思认为传统文化具有使用价值，当其商品化后与游客进行交换时才具有价值;而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交换，是一种它们

的占有者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27]因此让渡具有自愿性。当文化持有者为维护文化的圣洁性与权威性时，无意愿将其

舞台化、商品化或资本化，这部分文化就成了不可让渡文化，世代传承。不可让渡的文化具有满足文化持有者精神需求的使用价

值，但不能在市场中流通、交换，文化生产者和旅游消费者之间不产生任何关系。 

文化表演中表演者是一种“展示的行动者”(agents of display)，他们有权力和力量来思考想要展示什么及展示如何被创

造。[28]因此，奔子栏人有权利选择和协商锅庄的表演内容、场合、方式和用途。如宗教祭祀中的拉斯节锅庄、具有庆典仪式的婚

礼锅庄和庆祝新屋落成的喜庆锅庄，这些锅庄具有严格的时间规定和空间限定，只有在特定的场合、特定的时间才能进行内部化

展示，具有神圣性、仪礼性和社群身份表述的特征。锅庄中长腔呦(“歌”的意思)是在专门举行仪式时，婚礼、庆典或者大型聚

会时所唱;卓金中的“金”是“大”的意思，卓金就是大锅庄，常在祭祀和庆典时唱跳。这些特定的锅庄不会因观赏者或旅游消

费者的要求而模拟场景展示，因此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和交换，锅庄表演内容和场合的限定是文化不可让渡性的一种体现。 

奔子栏人认为，受土司统治的制约和影响，祭祀和庆典锅庄是很严肃的歌舞，体现了等级观念。在奔子栏土司统治时期，土

司来到锅庄舞场时，普通百姓的帽子必须拿于手中，不能戴在头上。只有在舞者转圈唱了长腔呦，土司落座以后，百姓才可以把

帽子戴在头上。锅庄中的酒歌，只有土司到场才允许歌唱;锅庄中的迎宾歌曲，只有贵宾到场才允许唱跳。9祭祀锅庄和庆典锅庄

还受藏族宗教的影响被称为法，上升到佛法僧的境界 10，有严格的仪式限制和表演程式。展演祭祀锅庄的神山祭祀有一整套仪轨:

一、早上，男子登山煨桑敬山神(藏语“松萨”)。此流程要求奔子栏男子人人参加，但禁止女人和外人参与;二、中午，女子迎

候山神和男人(藏语“萨琼也”)，男女共同跳起庄重的卓金锅庄。这一流程允许外来他者在旁观看，但不允许访谈中断仪式;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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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中煨桑祈福(藏语“松菇”)，围着摆有宝瓶、祭品的雕花藏桌顺时针转圈唱跳卓金——央恰日瓦。此流程表达奔子栏人对佛和

神灵的尊敬，并祈求佛和神灵给予奔子栏人以护佑;四、下午，娱乐性锅庄。与上午肃穆的祭祀锅庄不同的是，不再要求村民人

人参与，舞蹈节奏也比上午欢快，并允许如笔者这样的特殊客人参与歌舞体验。但体验者必须身着奔子栏藏族盛装，这一要求实

际限制了外人和游客的参与;五、晚上，卡佳活动。这是带有幽默色彩的一项传统的“民间道德评议会”，除了穿插锅庄歌舞及

向活佛家人敬献哈达等仪式外，不再具有宗教意味。婚礼中的庆典锅庄同样有严格的表演程式:一、接亲。新郎家的迎亲队伍来

到新娘家，要与新娘家人对唱进门呦，入席后开始坐唱呦。当天晚上，新娘与年轻的亲朋好友哭嫁对歌告别，伴娘牵起新娘与宾

客一起跳意为祝福吉祥的央恰 11。二、送亲。送亲队伍到新郎家，新郎家人在各岔路迎接，双方相互对唱呦。当天晚上婚嫁双方

举行锅庄对歌比赛。三、辞别。送亲队伍离别时唱跳央恰，与新郎的家人辞别，新郎家则唱送别锅庄。12祭祀锅庄和庆典锅庄不

仅有严格的程式，还要求相关的当地人必须参与，且不允许与其社会网络无关的外地人进场同歌共舞，更没有意愿作为商品让渡

给旅游消费者，只满足当地人的宗教安慰和庆典欢愉的精神需求。因此，文化的不可让渡性体现在祭祀、庆典锅庄的严格程式和

人员参与要求上。除此，群体以歌舞仪式的方式获得集体认同感，异于他地的具有独特仪轨的仪式锅庄通过空间限制、舞蹈实

践、曲目和唱词表达成为地方性维系的关键方式，形成了与他者之间的文化边界，维持了奔子栏人的地方身份，具有不可让渡

性。如果将仪式锅庄让渡给经济资本，则“会削弱自我，进而削弱个人所属的团体”[20]6。 

奔子栏传统锅庄不仅体现当地人的等级观念、宗教意识，还凸显了宗教禁忌观念。
13
宗教有相应的一套“禁止”和“隔离”

的禁忌规定，[29]是人类自我约束的产物，社会控制的有力手段之一。[30]奔子栏拉斯节祭山神仪式有较为严格的女性宗教禁忌 14。

传说，当地日尼神山迎娶了能带来108 条水源的龙王之女格宗神山，但格宗禁不住四川巴拉神山会将其顶在肩头的诱惑，离开了

日尼神山，从此日尼神山不愿意见到所有女性。如果有女性登顶日尼神山，会冲撞山神与护法神，并遭到神灵处罚，由此产生了

他者禁忌和女性禁忌。奔子栏人使用日尼神山和格宗神山间爱恨纠葛的传说，使女性禁忌逐渐“内化”15 为当地人的潜在认知。

被奔子栏人称为“半个当地人”的笔者，也因身为女性从未受邀上神山祭祀。当地人认为，如果一位他者且是一位女性“他者”

介入其祭祀空间，会威胁到奔子栏内部秩序的稳定性和当地人的身份。奔子栏人遵循观看实践禁忌的圣地隔离原则，将女性和外

来他者隔离在神山空间之外，形成神圣空间与世俗空间的“区隔”，保持神圣空间的“封闭性”和“神秘感”[31]，并通过祭祀锅

庄实践来维系地方性特征和表征自我身份。这表明宗教祭祀中展现的祭仪锅庄是神圣、私密且不可侵犯的。正如Weiner 提及的

“不可让渡的财产”或大贯惠美子论述的日本稻米，是不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的，奔子栏锅庄具有一种“不可让渡性”的实质。

奔子栏人较为严格地区分娱神和娱人锅庄，娱神歌舞因各种观看实践禁忌而无法转化成娱人 16歌舞，只能在特定时空展演，也无

意愿进行商业化和资本化，与娱乐性锅庄的资本运作相互区别。 

奔子栏人在日常生活中，为自己的祭祀仪式、庆典礼仪而唱跳锅庄。文化的不可让渡性体现在祭祀、庆典锅庄的唱跳方式的

稳定性上。如拉斯节和婚礼时的锅庄从未根据他者的喜好来改动，坚持传统的调子很长、动作缓慢的唱跳方式，发挥着宗教祭祀

和庆典的功用。即使有摄像者或者观众，村民们都会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按照特有的仪轨来唱跳。不可让渡的锅庄唱跳依然如

故，供当地人表达身份和人神共娱。文化的不可让渡性还体现为祭祀、庆典锅庄具有社群内在结构的“文化强制力”，即便自新

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每年的神山祭祀、婚礼节庆等锅庄展演仍必不可少 17。2020 年 4月 27日，奔子栏神山祭祀传承人 SNPC 仓

巴的微信朋友圈动态为“神山祭祀”;2021 年 2 月 12 日，其朋友圈动态为“大年初一祈福一下”;2022 年 2 月 9 日，其朋友圈

动态为“一年一度的迎神节”，当地人都唱跳锅庄以祈福或迎接山神;2021 年 12 月 19 日，其朋友圈动态为“祝福两位新人幸福

久久”，当地村民唱跳锅庄为新婚夫妇送上祝福。18这些微信朋友圈动态都展示了锅庄仪式实践，只是时间较往年短一些，规模

较以往小一些。这种“文化强制力”使文化传承不至于间断，使得奔子栏人不会因特殊原因而停止锅庄的仪式展演，能为当地人

提供安身立命、精神自洽的心灵寄托，维系着地方性的延续和当地人身份的表达。 

四、民族歌舞奔子栏锅庄的资本化发展 

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之下，奔子栏人将锅庄中可让渡部分进行异地展演和锅庄节举办等文化实践，以锅庄进行口头表

达和身体操演。这不仅彰显了奔子栏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而且使当地人的身份认同具身化了，由此成为其建构符号资本、获得

实际利益的重要手段。奔子栏人通过展演锅庄的独特形式，力求在资本运作过程中与其他藏族地区形成竞争关系，并居于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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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有利的文化地位，从而获取更多的经济资本。 

为了成为能够转化为经济资本的文化表演，可让渡的娱乐性锅庄进行有意识地改动，迎合了观众对地域文化的想象及娱乐

心理，使得其娱乐性“得到富有意味的加强”[32]，呈现出重构的形态。如奔子栏人于2017 年参加碌曲锅庄比赛、央视综艺频道

的春晚节目海选，以及成都康巴卫视的舞蹈展演，其锅庄内容已经作了大幅度的改编。在舞台上展演呦的唱腔、卓草和霞卓舞步

的特殊性，并加进了羌姆的“金刚舞步”和藏戏等元素 19，使锅庄内容更加“多元化”。奔子栏锅庄的这种舞台重构，与传统的

低头含胸、下身坠地不同，演员多抬头挺胸、整体向上，更契合舞台表演的效果。“以前锅庄调子很长，动作缓慢，表示对长辈

的尊敬以及宗喀巴的佛教绵长。现在因为年轻人和游客喜好节奏欢快的歌舞，锅庄唱调和舞蹈动作变快。还有根据一些拍摄者的

要求，村民们会跟着经费唱跳和摆拍锅庄歌舞，”20这便是典型的为经济资本所驱动的锅庄唱跳实践。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前的每年春节，当地文化精英会带着锅庄表演队在松赞·奔子栏酒店为外来游客表演。这种表演是经过

重构，互动性、娱乐性更强的行为。锅庄舞会主持人 ZSCL 认为，这种重构使锅庄失去一些原有的文化意涵，与传统锅庄有着一

定的差别，但“观众不仅可以观看锅庄，还可以参加歌舞互动”21。此时，对于表演者来说，作为商品展演的锅庄，重要的不是

舞台上的文化传统真实与否，而是能否让游客享受到文化带来的愉悦感。观看锅庄的“他者”未必能明白所唱跳为何，但是古朴

的唱腔、异于他地的服饰，已经大大激发了“他者”对地方性符号的想象。舞台展演回应了“他者”的“远方”想象，扩大了奔

子栏锅庄在外界的影响和名声，累积了更多的符号资本。在为游客展演锅庄的场域里，外来游客对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奔子

栏锅庄本身及其所赢得的名望进行消费;松赞·奔子栏酒店借助锅庄这一地方文化符号，进行广告营销而获得经济资本;文化精

英拓展了奔子栏锅庄的宣传平台，赢得更多符号资本;锅庄队表演者通过展演锅庄文化资本，获取了 200 元一小时的经济报酬。

由此，最终达成了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与经济资本间的转换[33]。 

作为文化资本的奔子栏锅庄，还通过异地展演实践来积累符号资本。2002—2013 年，奔子栏锅庄参加日本“国际民间艺术

节”、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省内外各地的展演。2017—2019 年，奔子栏锅庄相继参加碌曲锅庄比赛、央视综艺频道的春晚海

选、成都康巴卫视的舞蹈展演。奔子栏政府、文化精英以及当地村民协同合作，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这为锅庄向外界展示并赢得

符号资本打下了良好基础。参加央视综艺频道春晚海选的同时，借由与北京舞蹈职业技术学校艺术交流的机会，文化精英大力推

介奔子栏锅庄文化。这样的对外宣传为奔子栏锅庄获得更多符号资本打开了广阔的空间。政府不惜投入巨额的经济资本进行异

地展演和文化交流，更主要的是想借此机会提升奔子栏锅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振兴旅游业以赚取经济利益。 

奔子栏人于 2018 年元旦起开始筹备申报“中国藏族锅庄之乡”称号，欲与“中国锅庄之乡”的甘肃碌曲锅庄，及迪庆锅庄

的分支——建塘锅庄一争高下。2018 年 10 月 11 日，奔子栏政府举办了迪庆藏族自治州首届中国藏族锅庄文化高峰论坛，专家

学者和各界人士在论坛上公开承认奔子栏锅庄在整个藏族歌舞中的地位。在全国大力发展旅游的浪潮中，奔子栏镇申报“中国

藏族锅庄之乡”的称号、召开锅庄高峰论坛，将奔子栏锅庄建构为地方文化符号，使其逐渐市场化和商品化。奔子栏政府积极利

用这一地方文化符号于 2018 年 10 月举办了“中国藏族锅庄舞文化之乡”艺术节，耗资 2415780 元 22。这种与传统生活生产没有

很大关联的现代节日，其实是扩大奔子栏锅庄影响力的大型宣传形式，一个展示奔子栏为旅游业储备资本的机会，也是文化资本

转化成经济资本十分有效的运作方式。当地人花费高额的经济资本举办锅庄艺术节，建构出充满异域风情、歌舞文化富集的地方

形象，对奔子栏进行地方营销和形象促销，兜售给外来游客。这些都是锅庄可让渡部分资本化得以实现的逻辑和实践。 

相较于祭祀和庆典锅庄的不可让渡性，改编后登上舞台展演的娱乐性锅庄，可作为商品让渡给游客、观众，可以支付金钱对

其进行消费。通过协商，他们选择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展现锅庄的可让渡性和不可让渡性。奔子栏人“以不同的方式表现自

我，最终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变”[25]1。可让渡的锅庄有所改变地登上舞台供游客凝视或体验互动，同时表现自我。不过，可让渡

的娱乐性锅庄并未有“文化强制力”，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当地锅庄表演队为游客进行的展演活动已停止了三年有余。这

与不可让渡的祭祀和庆典锅庄的展演“强制性”形成了鲜明对比。 

马翀炜等人认为既然受外来文化的冲击，及主动地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传统”将失去一部分，才能与外来文化对接。
[9]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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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适用于奔子栏锅庄的情况，失去的那部分“传统”就是可让渡的锅庄。不仅如此，锅庄的不同类型与现实分门别类地组合

起来:宗教、庆典锅庄类别的不可让渡性，使其不得进入市场;娱乐锅庄类别可以进行改编、上台展演，进行资本运作。奔子栏锅

庄具有坚韧的绵延性、宽广的包容性和较强的渗透性，将外来力量或事物整合于当地原有的文化逻辑中，并得以再生产和再建

构。舞台展演的娱乐性锅庄就是奔子栏再生产出的传统文化范畴，但又结合资本“给它们赋予新的价值”[34]。 

在结构的控制和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奔子栏人仍发挥主体能动性来决定锅庄展演的时空和内容，将锅庄进行资本化以获取

物质利益的同时，依旧保卫了祭祀仪式和庆典礼仪等锅庄不被经济资本所异化和支配，没有陷入“资本拜物教”的漩涡。奔子栏

锅庄超越了经济资本的逻辑，向内生长表征地方性，向外延展获取经济发展。 

五、结语 

近年来，关于非遗开发、旅游业发展等资本运作方式对当地百姓的文化认同、身份表征的影响，理论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传

统文化与经济资本的互动过程中，是传统文化沦为经济资本的附庸，还是经济资本与传统文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本文回应这

样一个潜在假设:资本的力量最终会涤荡一切传统文化。本文的奔子栏锅庄个案并非反映经济增长和传统文化间的简单关系，作

为“文化表演”的奔子栏锅庄显得更为积极主动。当资本洪流和异文化的游客进入云南迪庆，也扰动了奔子栏的传统文化，由此

发生了改变和转型。不过，因为文化是“万变中见不变”，并不是一味受外界裹挟。奔子栏锅庄的纵深性、弹性，加之文化持有

者的主体能动性，使其并未被资本拜物教所侵蚀，也不为外来扰动因素——经济资本所宰制，而是将经济资本吸纳进自身的逻辑

结构和行为实践中，然后可让渡和不可让渡部分与之分门别类地对接。由此可见，在发展和建构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既不是任由

经济资本裹挟向前发展，也不是全盘拒绝向经济资本转化，这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传统文化对经济资本介入的反应具有多样

性。在旅游业大发展的现今，经济资本的介入会保留并发展那些具有地方性的传统文化。利用文化差异性来进行旅游开发，是资

本进行运作和再生产的手段。不过，所谓占支配地位的经济资本同样受到利用，服务于所谓处于被支配地位传统文化的地方性维

系和创造性转变，从而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生命力。 

本文通过梳理传统文化与经济资本的关系，重新思考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方式。文化转型不能只按照某一个理想模式来进

行，因为不同的传统文化在历史变迁中发生了不同的演化，“弹持能力”23和张力是不同的。不似奔子栏锅庄有着较强的弹持能

力和文化纵深性，非遗歌舞如“花儿”音乐、弦子歌舞、塔城热巴等，功能相对单一、较为扁平化。因受经济资本的牵引以及标

准化的开发和传承，祭祀性仪式直接转化为舞台表演，更易“脱离其原生境，原有的审美愉悦、宗教感情、文化想象在市场经济

和消费主义的影响下发生变迁”[35]。我们需根据不同传统文化的内部结构秩序，采用不同的转型方式。兼有神圣性和世俗性的传

统文化可与经济资本进行不同程度的结合，再生产出蕴含新内容的传统文化，并收获经济利益。而功能单一、文化张力较弱的传

统文化则要更小心处理与经济资本的关系，维护好传统文化内在秩序的稳定性，丰富传统文化的内容和意涵，以增强传统文化的

弹持能力。其次，传统文化进入旅游市场，虽对促进传统文化保护，乃至民族间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具有意义和作用，但并非百

利而无一害。过度资本化会对文化旅游市场，或者资本化的可持续性产生威胁。我们不能忽视和拒绝外部力量的介入，但也不能

任由外部资本来主导这一市场。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过程中，社区与政府、内部与外部、传统与现代、村民与游客、

神圣与世俗之间相冲突时，应该倾听当地人的声音并进行协商，制定具体合理的政策，[36]使其产生文化身份认同，才更有利于推

动传统文化的当代发展和转型。我们要积极发挥文化持有者的主体能动性，将经济资本纳入到传统文化的发展逻辑中，这对当下

乡村振兴背景下拥有丰富地方文化资源的民族地区探寻更加科学合理、更加可持续、更加能够体现人民主体地位的共同富裕道

路同样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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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主体性思想萌芽于古希腊哲学，发源于“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西方哲学思想，特别关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黑格尔、

笛卡尔都有所论述，康德确立了人类精神活动的主体性地位。 

2 这个观点在 Stephen M.Marglin and Frederique Appfel Marglin,eds.,Dominating Knowledge(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中有强有力的阐述。 

3(1)2009 年 7月 27—28 日，黄树民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藏彝走廊:文化多样性、族际互动与发展”

专题会议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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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汉译为“迎神节”。 

5(2)即“勒”，为锅庄形式之一，只歌不舞，分为长腔和短腔。 

6(3)是长锅庄“卓金”中的一种。 

7(4)卓金:即长锅庄，唱调缓慢，舞蹈动作轻逸、缓慢、古板，跳的时间长;霞卓:一套无音乐伴奏，无固定节拍，靠舞者自

身的领悟和默契，做出的群体协调、富有节奏的踢踏动作;卓草:短锅庄，节奏稍快，时间短，灵活性比较强，可根据情景变化调

整唱腔唱词。 

8(5)唱词内容可参看斯那农布(俞德贵)主编:《奔子栏锅庄选集》，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8年版。 

9(1)因涉及个人隐私，本文受访者人名使用拼音首字母代替。访谈时间:2019 年 10 月 14 日;访谈地点:德钦县民族歌舞团;

访谈对象:德钦县民族歌舞团团长 DJJ(奔子栏人)，约 40岁。 

10(2)时间:2018 年 8月 1日;地点:奔子栏镇政府。笔者根据锅庄之乡申报调研反馈会录音整理。 

11(3)央恰是锅庄序曲，一般在正式的锅庄之前都要唱跳央恰。 

12(4)《奔子栏镇申报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区调查报告》，奔子栏镇文化站内部资料，2004 年 4月 18日。笔者进行了一些

整理和修改。 

13(5)访谈时间:2019 年 10 月 14 日;访谈地点:德钦县民族歌舞团;访谈对象:德钦县民族歌舞团团长 DJJ(奔子栏人)，约 40

岁。 

14(1)弗雷泽在 The Spirits of the Corn and Wild 一书和 Taboo and Perils of the Soul一书中解释禁忌的含义:划定

神圣和污秽之间明确界限的方案。 

15(2)和晓蓉在《民族心灵传承文化浅论》中认为，禁忌不仅具有强制性约束力，而且有一种“内化”的能力和倾向。 

16(3)娱乐自己或娱乐他人。 

17(4)时间:2020 年 1月 4日、2021 年 1月 1日—2021 年 1月 2日、2022 年 1月 30 日—2月 25日，根据奔子栏锅庄州级传

承人 ZYCL微信朋友圈观察所得。 

18(5)时间:2020 年 4月 27 日、2021 年 2月 12日、2022 年 2月 9日、2021 年 12 月 19 日，根据奔子栏神山祭祀传承人 SNPC

仓巴微信朋友圈观察所得。 

19(1)访谈时间:2017 年 10 月 24 日;访谈地点:北京舞蹈职业技术学校;访谈对象:ZRPC,1964 年生。 

20(2)访谈时间:2019 年 10 月 19 日;访谈地点:奔子栏村农利小组;访谈对象:州级锅庄传承人 ZYCL,1966年生。 

21(3)访谈时间:2018 年 2月 21 日;访谈地点:奔子栏村习木格小组;访谈对象:ZSCL,1984 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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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数据来源于《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镇“中国藏族锅庄舞文化之乡”首届锅庄文化艺术节实施方案》。 

23(1)周永明在《道路研究与“路学”》中认为，文化具有生物一样的修复能力，面对外来变化时，大部分地域传统文化第

一时间显现颓势，但其后会完成自我改善与修复，弹持回归，并非一路向下最终崩溃或者重构。不过笔者认为即使是弹持回归，

传统文化仍然不可能恢复原貌，而是在原有的文化基础上进行重新构建。 


